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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回顾了由上世纪初建党前后到今日，在生活日用品上表现出来的国家文化认同观

念的嬗变历史，文章认为当下国内的“博物馆文创热潮”与当时的“国货运动”一脉相承，在历

史沿革的视角下，作者将博物馆文创发展史简要切分为过去式、现在式与将来式，并逐段进

行了分析研究。通过作者的论述，读者能清晰地了解共产党人在恢复民族文化自信所做工作

及成效。回顾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文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也探寻了新时代赋予博物

馆文创工作者的使命，明确了从业者应负的责任担当。文章最后围绕国家现阶段的“文化治

理”需要，搭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服务系统框架，具象化了“使命与担当”的意涵，为下一步

博物馆文创工作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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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行文目的 

对博物馆文创而言，总结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具有现实意义，这不

仅能让博物馆文创工作者们明确历史使命，也有助于激励他们勇于担当时代责任。此番引言

并非“政治挂帅”，作为从业近 10 年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师、在高校从事博物馆文创产业

研究的工作人员，笔者在与设计界、文博界、产业界进行交流时，深刻体会到有诸多因素束

缚着博物馆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如事业产业对立、产品同质化、专业人才匮乏、政策制

度供给等问题，这其中有认知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解放生产力就要先

解放思想”，同样，面对纷繁复杂的产业问题，首先也要解放思想，即解决博物馆文创认知

上的问题，因为只有消弭了分歧、增进了共识，才能形成“思想统一战线”，才能实现符合国

家文化建设要求的博物馆文创高质量发展目标。 

（二）旅游纪念品与文创产品 

“文化创意”（下称“文创”），虽为新造词，但也有学者认为：博物馆文物作为历代文化融

合的产物，拥有不少古人对异域文化的想象与创意，按照现今“文化+创意”的字面理解，可

以界定为“文创产品”。在我国历史中，文化融合现象一直存在，文创产品也层出不穷。尤其

是在近代中国，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不少融合中西文化为一体的文创产品相继诞生，

这些产品也是近代“国货运动”的主角。或许是基于此原因，知名财经专家吴晓波才将正在我

国各地如火如荼进行的、以博物馆为主体的文创热潮认定为新一波的“国货运动”。众所周知，

近代的“国货运动”是以“复兴中华”为目标的，如果博物馆文创能被称为“国货运动”的话，那

么以博物馆为主体的文创工作也有“文化复兴”“国家复兴”的重要使命。作为该理念的支持者，

笔者认为将博物馆文创史向前延伸至民国时期的“国货运动”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不妨接受

此说。 

一般而言，设计学科将“博物馆文创产品”视为“旅游纪念品”的延续[2]，因为新设计选题

往往使用“博物馆文创”来替代“旅游纪念品”，虽然，两者属性不同，前者偏文化属性，后者

偏经济属性，但在文化传播、设计方法及设计理念上有较强的相似性，故设计学科并未严格

区分，因此从设计学看，博物馆文创设计可以向上追溯到旅游纪念品设计。检索于 2021 年

5 月 7 日的“知网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报告”直观地显示了上述主题词转换现象，由图示可知

2017 年是研究成果中主题词切换的时间点（见图 1），由于刊物发表的滞后性，真正的主题

词切换应该在 2013 年前后就已发生。 

综上所述，笔者将我国博物馆文创设计史延展到了上世纪初“国货运动”，并与本世纪初

的“旅游纪念品”研究相串联，虽然各阶段使用的名称不同，但研究对象始终不变，在研究成

果上存在继承的客观事实，因此这样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2] 程辉：《以“文创产品”为主题的文献综述研究之一》，《工业设计》2018 年第 2 期，第 29-30 页。 



 

 

 

图 1 旅游纪念品与博物馆文创文献数据对比（来源：中国知网） 

二、博物馆文创设计的过去式：从“国货运动”到“旅游纪念品” 

（一）国货运动中现代设计的萌芽 

鸦片战争后，大量洋货来华，它们沉重地打击了我国的传统手工业，造成了国产品牌对

洋品牌的模仿与抄袭，虽然在这期间也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形象相结合的标志、包装、月份牌

等设计，甚至也可以客观说为我国现代设计的生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国人是在文化自卑

中被迫接受这种中西混杂的设计风格则是无奈之举。“国货运动”在此背景下开始，这是大约

发生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爱国运动，进步人士面对民族危机鼓励国人购买本国企业生产

的日用品[3]，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设计的萌芽。当然，发展现代化设计

并不能一蹴而就，培养现代设计生长的土壤是当时的重要内容。因此，蔡元培先生给出了“美

育兴国”的方案，即他在 1917 年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他提出若要强国就要需借助“美

育”来改造“国民性”，即用“美育”更新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学者杭间

认为蔡先生所提出的“美育”约等于今日的“设计”[4]。也就是说，蔡先生希望用“设计”来驱动

现代产品开发，协调中西文化互动方式，推动国人生活方式更新，进而实现国家复兴。现今

博物馆文创都倡导更新国人生活方式，这与蔡先生的初衷如出一辙，因此博物馆文创理论建

构亦可从其“美育”学说中汲取养分。 

虽然，不少评论认为蔡先生的主张过于理想化，但这并未妨碍其思想对当时的设计师产

生影响，如在“国货运动”中扮演重要作用的陈之佛等人。陈之佛早年公派前往日本学习“图

案学”，归国后，有感于国内布料纹样设计被日本人垄断的现实，树立了“以图案兴国货”的

目标，他决心通过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创新设计来改变现状，通过创办“尚美图案馆”开展纹样

设计实践与教学，并尝试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与实践体系。陈之佛的“图案

学”理论对今日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仍有借鉴价值，因为现今大部分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

计仍是以纹样设计为主。之后，虽然，雷圭元、庞薰琹、张道一、程尚仁、常沙娜等装帧设

计前辈先后加入到了“图案学”实践与教学中，但随着西方设计的引进，已形成本土特色的“图

案学”理论还是让位给了被年轻设计教育者奉为圭臬的“三大构成” [5]，在今日看来，这实在

 
[3] 陈瑞：《国货运动:中国近代经济制度变迁的催化剂》，《上海经济研究》2015 年第 9 期，第 120-127

页。 

[4] 杭间：《设计“国美之路”之思想脉络》，《新美术》2016 年第 11 期，第 11-15 页。 

[5] 诸葛铠：《艺术设计教育:西化不忘师古》，《设计艺术》2002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可惜，也有违“文化复兴”的初衷，若有机会还是应该重新提倡“图案学”教育，以弥补只注重

“三大构成”造成的文化设计教学的空白。 

（二）中国风设计中的旅游纪念品 

改革开放使国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刺激了国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尤其是在中国成功

加入 WTO、申办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的影响下，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陡然增强，这体现在实

物上便是世纪交替前后在消费电器上出现的传统元素装饰风格，但由于当时未处理好传统

与现代的融合机制，使上世纪初的中西杂糅风格再次回归，引发设计学者批评。幸好，此时

的中国有已发展近 20 年的现代设计做为支撑[6]，故解决此问题并非难事。如江南大学陈原

川基于中国元素所做的视觉传达设计教学、浙江大学潘云鹤弥补“三大构成”之不足而开发的

“文化构成”教学等培养了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文创设计能力与兴趣；同时，设计学术界围绕“中

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表达”主题进行了大量的专项研究，这为年轻一代研究者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伴随着在国内兴起的旅游热潮，“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始成为“中国风设计”的主要实践对

象，不少旅游纪念品设计研究的学位论文在该时期发表，这为都是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有价值的前期成果。 

（三）小结 

“国货运动”为我国现代设计生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面对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设计前

辈积极探索了将中国元素与西方形式和谐相容的方法，虽然在形式语言以照抄照搬者居多，

中国元素与西方形式结合也多有牵强之处，但孕育了“美育”“图案学”等思想理论，这是功不

可没的。世纪之交的“中国风格设计”研究继承了“国货运动”者们的“文化复兴”遗志，再度围

绕“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处”的时代命题进行了讨论，但由于此时中国设计学术界仍是西方

现代设计理论的附庸者，故对旅游纪念品设计方法的研究也多架构在西方理论基础上，如在

提升旅游纪念品“地域性”的研究中，就习惯性地会选择用西方现代设计方法对中国元素进行

“打散重构”。此外，当时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研究过于强调实践性，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把握、

对文化建设需求的关注等层面存在较明显的不足，这也是未来博物馆文创发展中应尽力补

齐的短板。 

三、博物馆文创设计的现在式：从“教育与实践”到“产业规划” 

2013 年前后，台湾省的“文创”概念开始在祖国大陆学术界使用。“博物馆文创”在继承旅

游纪念品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接受了旅游纪念品实践中的产业供给困境，如“产品同质化”、

设计教育、实践、产业规划等方面的问题。 

（一）待完善的文创设计教育 

 “以赛促学”是高校设计教育的手段之一，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作为设计学子提升设计

能力的实战平台[7]，本身就不能被寄予收获成熟设计方案的厚望。由于高校设计教育中普遍

缺失商业思维的训练，造成学生的设计作品“中看不中用”，即效果图很诱人，但因未考虑结

构、工艺、造价而无法市场化。此外，由于不少设计理论课程将设计方案作为结课依据，造

成学生在理论消化不良的情况下，对理论进行了误用或滥用，如不分情况地将产品语义学、

产品符号学强行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广州美术学院张剑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批判，他认

为在诸如 MP3 播放器等现代电子设备上使用瓦当作为装饰图案是滑稽可笑的，这样配搭不

仅使瓦当的传统语境丧失、元素被扭曲，也造成了对设计理论应用场景的错误示范。笔者早

期基于苏州民居屋脊上鸟形与象形装饰物所设计的衣架“东山的小鸟大象”（见图 2）便属于

此类错误，在未研究装饰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情况下，就贸然使用产品语义学，通过表面

的语义相关性联想，强行为装饰物赋予了“挑挂”的形式功能，虽然在当时斩获了不少奖项，

 
[6] 杭间：《中国设计学的发凡》，《装饰》2018 年第 9 期，第 19-22 页。 

[7] 程辉：《商业授权下的博物馆文创设计竞赛赛制优化研究》，《中国博物馆》2020 年第 1 期，第 19-23

页。 



 

 

但今日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设计做法。 

 

图 2 笔者早期设计的博物馆文创产品“东山的小鸟大象”（来源：作者设计） 

（二）偏程式的文创设计实践 

“产品同质化”的根源之一是偏程式化的博物馆文创设计方法[8]。我国文创产业中从事博

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专业机构屈指可数，但他们的产品遍布国内各大博物馆商店。虽然，每

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特色馆藏，但开发者仍然无法做到设计方案“一馆一案”“一文物一案”，

普遍的做法就是“套模板”。只要一馆的某件文创产品热销，短时间内其他博物馆也会推出自

己的版本。如北京故宫推出“故宫日历”后，全国多个博物馆都相继推出了本馆的文物日历，

这些日历在产品外观、宣传方式上都出奇的相似。再如文创雪糕，作为这几年的“新宠”被各

博物馆、景区追捧，一度成为头条新闻，但这些文创雪糕在造型、包装、口味设计上又再次

雷同。不管这些不同馆的文创产品是由同一家机构供货，还是各馆供应商之间“有意识”的借

鉴模仿，作为博物馆文创主导方的博物馆都应该负起监督责任，要求设计方避免使用程式化

的设计形式、尽可能多地创造出差异性。 

（三）缺系统的文创产业规划 

相较于祖国大陆的博物馆文创，台湾省博物馆文创更注重系统性的产业规划。作为我国

率先提出“文化创意”概念的地区，台湾文创产业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区营造运动”，

其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老龄化与空心化等社会问题[9]。一定程度上，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

长周功鑫是台湾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功臣，她在任内实施了“文创产业发展研习营”项

目，把丰富的华夏文物典藏推荐给了设计界，并计划将该馆打造成“全球文创产业应用重镇”，

以振兴当地相关产业发展。相比之下，祖国大陆的博物馆存在对自身定位不清的现象，没有

站在产业高度把博物馆文创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致使自身或者迷失于对文创

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与竞争中，或陷入只关注社会效益而排斥经济效益的泥沼，或因文博文

创的政策供给不足而选择观望。 

（四）小结 

虽然，近几年文创产品设计方法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如形状文法、

TRIZ、形态分析法、原型理论、感性工学等设计方法，形成了文创产品的设计流程范式，但

平心而论，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或实验阶段，真正能影响产业界、能转化为生产力的设计

 
[8] 程辉：《博物馆文创产品“同质化”问题成因研究》，《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9 年第 4 期，第 95-97

页。 

[9] 蓝丽春、邱重铭、王俊杰：《文化政策下的台湾文化产业嬗变》，《嘉南学报》2009 年第 35 期，第 437-

451 页。 



 

 

方法仍十分有限。此外，前文提到的博物馆文创产业问题，也并非可以采用像西医一样进行

“头痛医头式”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应采用中医倡导的“整体与辩证”的方式进行。盲目通过引

进西方理论经验来构建符合我国文化建设需求的博物馆文创开发设计方法论体系是不可行

的，因为那可能不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方法论体系构建不

需要如“戊戌变法”这类的改良运动，而是需要如“辛亥革命”这类釜底抽薪式的革命运动，即

围绕“国家文化治理”的实际需要来设定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主基调，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

架构来优化政策供给与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再吸收中西设计理论精华，才有可能为博物馆

文创找到“治本”的解决方案。 

四、博物馆文创设计的将来式：从“文博大文创”到“文化治理” 

（一）文博大文创概念的提出 

在当前实践中，“博物馆文创”概念已被悄然拓展。2017 年，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提出了

“文博大文创”的概念，他认为“原创展览、教育活动、博物馆文创商品”三者构成了“博物馆文

创”[10 ]。一定程度上，该概念为文创产品设计研究、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这样的拓展正好与设计概念的发展相契合。过去，设计被认为只是“美化”工具，等同于造型

艺术，但这样的认知是狭隘的。近年来，设计已逐渐以服务、组织、战略等设计对象。对博

物馆文创而言，设计不仅可以解决其产品、展览上的实际问题，还能解决“博物馆文创”与“国

家文化治理”协同发展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围绕社会文化治理，设计学界已发展出“设计治理”

的概念。以此来看，龚良院长的“文博大文创”的范围还不够大，还需继续扩展，面对社会问

题，博物馆文创在乡村振兴、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旅游、社会教育等领域都能找到与其本职

工作相契合的交汇点。 

（二）面向文化治理的文博大文创 

国际上通用的2007 年版博物馆定义中，博物馆被认为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机构”；

2019 年，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新时代博物馆定义研究”学术研讨会提出了博物馆定义

（修订意见稿），它将博物馆的责任目标表述为“促进文化互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努力挖掘

人类与自然发展物证的价值与意义，实现公共开放的文化服务”，这一表述隐含着博物馆对

社会治理问题的关注。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前者是精神层面的，讲究社会效益；后

者是经济层面的，追求经济效益。这两者就如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无法独立。文化产

业学者向勇提出了文化产业参与治理的模型[11]，映射到在博物馆文创语境，即文化艺术（基

于文物资源的文创产品设计活动）、文化产业（博物馆文创产品量产、供应链合作、艺术授

权、资本运作、商业模式等）、文化经济（博物馆文创通过授权模式与其他产业跨界合作提

升对方附加值）、文化社会（通过博物馆与城市乡村的融合来提升周边环境、改变生活方式、

更新思维方式的文化治理方式）等四个递进维度，这基本囊括了博物馆文创的所有方面，也

清楚指出了设计活动是最基础的层面，而文化治理才是最终极的目标。总之，不论从博物馆

文创的事业属性出发，还是从其产业属性出发，博物馆都具有积极参与“文化治理”的必要性。 

借助设计科学的“系统设计”理念，笔者结合国家文化治理的目的，在龚良院长的“文博

大文创”概念上继续拓展，向上发展出了顶层设计与机制设计，向下衍生至产品、服务的设

计方法层，即文创工作管理与项目设计等内容，提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服务系统的构建设想，

即围绕国家文化建设需要规划博物馆文创发展路径及举措，以回应时代赋予博物馆文创工

作的历史使命。本设想按照“宏观-中观-微观”的递进三层次来设计，包括顶层设计、机制设

计、管理设计、项目设计等 4 个逐步深入的子内容，分别对应于产业系统、运营系统、工作

系统、设计系统等 4 个子系统（如图 3）。 

 
[10] 龚良：《正确理解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国文物报》2017 年 9 月 26 日，第 5 版。 

[11] 向勇：《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月第一版，第 3 页。 



 

 

 
图 3 面向文化治理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服务系统框架（来源：作者自绘） 

五、总结 

博物馆文创产业是被各国寄予厚望的支柱产业，在我国它即将进入“成长期”，但它仍存

在不少问题，其根源出在博物馆文创发展理念的分歧上。希望本文能帮助博物馆从业者认识

时代赋予我们文创从业者的使命与担当，尽快消弭分歧、扩大共识，避免造成博物馆文创发

展的空耗。诚然，将博物馆文创与“国货运动”联系可能过于武断。不过，笔者认为两者确实

存在一定关系，尤其是两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贯的。此外，由于笔者非史论研究科班出

身，加之手头一手材料有限，对相关史实的了解也是咀嚼他人资料后的总结，行文论述中可

能存在纰漏或谬误，请诸位方家不吝批评与指正！ 


